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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绝烟毒，加强卫生防疫：增进人民健康鸦片烟毒
自清代起，即在西南地区泛滥。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和四川不仅是全国最重要的鸦片产区，而且还是贩卖、制造和吸食的重灾区，其流毒之大非语言所能形容。解放前西南区种罂粟曾多达1545．46万亩，以亩产15两计算，年产鸦片2．3亿两，仅川东、川西、川北和重庆等地从事贩卖鸦片毒品为生者即有1万人，西南地区烟民约600余万，约占总人数的8％。［12］除了烟毒的毒害之外，西南还流行鼠疫、伤寒、天花等疾病，西南地区的卫生防疫工作面临严峻的形势，人民的健康问题也日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成了西南社会的当务之急。（一）在中央统一指挥之下，有计划地进行西南地区禁毒工作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该通令详细规定了全国禁烟禁毒的提纲。西南军政委员会对此通令十分重视，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结合“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四大运动，逐步开展了禁止种植、贩运、吸食毒品的斗争。1950年3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1950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特别指出要严禁种植鸦片。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又通过了《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严禁种植鸦片；严禁制造、运销和贩卖鸦片、白面、金丹及其类似毒品；严禁开设鸦片烟馆；各级政府不得收购鸦片，亦不得允许用鸦片抵缴税款；吸食烟毒之人民，应定期登记，由当地人民政府定出分期戒绝办法；各级人民政府应设立禁毒禁烟委员会，应协同人民团体，进行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等。［13］西南各地成立了各级禁烟禁毒委员会，采取展览、控诉大会、街头宣传、漫画标语等形式动员群众进行禁烟禁毒宣传。如在西南区的成都、万县、重庆、贵阳等地区分别举行了数千人乃至万人以上的群众大会，当众焚毁烟土、毒品和烟具达20万件以上。［14］通过宣传使得禁烟禁毒家喻户晓，并且充分调动了群众劝禁鸦片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西南区的禁烟禁毒工作取得初步成效。1950年西南区破获各类烟毒案1万余起，缴获鸦片毒品94．8万两又7000余包，烟具22万件，查封烟馆5400余家，没收贩运毒品汽车13辆，登记烟民3万余人，戒除1．3万余人［15］。（二）在中央禁烟禁毒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开展群众性肃毒运动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指出决心在下半年发动禁烟禁毒运动高潮，在全国范围掀起围剿毒品的歼灭战。政务院于10月3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在法律上完善了对毒品犯罪的量刑与处罚，为彻底铲除毒祸提供了法律依据。为了使西南地区的禁烟禁毒深入下去，实现禁绝，西南区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了群众性的肃毒运动，严厉打击毒贩。云南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还制定公布了《云南省对毒贩处理标准》，在全省进行大规模的肃毒中，云南全省共查出贩毒分子24444名，对其中罪恶严重者逮捕6239名，处以死刑38名，缴获鸦片120多万两，烟具1．5万多套。［16］1953年3月26日重庆市民政局给内务部的报告指出：“至目前为止，全市尚未发现有烟毒活动”［17］。西南地区禁烟禁毒运动取得了预期的成效，罪大恶极的大烟毒犯被惩办，烟毒集团被摧毁，烟馆被取缔，制、运、贩烟毒的黑社会恶势力被彻底铲除，不少烟民丢掉烟枪，重新恢复了健康，参加生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三）在抵制细菌战恐慌中，掀起各级爱国卫生运动进军西南后，烟毒的毒害和流行的鼠疫、伤寒、天花等，再加上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西南地区的卫生防疫工作面临严峻的问题。邓小平把保护人民健康、发展卫生保健事业列为重要工作之一，他指出：如果没有细菌战，西南流行的鼠疫和伤寒等也要进行防治；有了细菌战，就更加要加强防治工作。［18］美帝国主义企图通过细菌战造成一种“精神恐慌症”，针对美帝国主义的企图，邓小平提出以下应对策略：（1）要加强保护，但不要自己造成恐慌情绪；（2）要注意宣传内容，报纸除注意一般的卫生宣传如刊载一些反细菌战的信息和夏季灭蚊、灭蝇、环境卫生知识等外，其他的用不着宣传；（3）要积极地做预防工作。［19］西南各地成立了反对美国细菌战的各级爱国卫生运动组织，并且有效领导了消灭传染病媒的清洁扫除运动和移风易俗的卫生宣传教育运动，成功预防了烟毒、疟疾、结核等疾病，改善了人民的健康状况。

统一流通币制，收兑藏洋：稳定金融秩序

（一）统一币制，确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西南接收初期，币制极为混乱，伪银元券、银元、黄金、外币和少量的人民币同时流通，而人民币处于辅币地位。一些金融投机分子进行投机活动，使市场的正常流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西南军管会接收了约60万政教经工人员，被俘虏或收编的军队及军事机关约40万，造成财政开支空前巨大，并且全部靠发行货币解决，导致物价上涨。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货币斗争是这些困难的焦点，为建立新的西南人民经济秩序，并取得经济的领导权，必须扫清一切杂币，禁用银元，确定人民币为唯一的合法货币。［20］1949年12月10日从重庆开始宣布银元券作废，禁止流通。但为照顾人民困难，西南局责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会按人民币与银元券（银元辅币券不兑）按100比1的比价进行兑换，并限期五天完成，过期不再兑换。为了应对兑换风潮，西南军政委一方面抽出部队所有钱款补充库存，另一方面电请中财委急调人民币空运西南。五天共收兑银元券10，128，780元，兑出人民币1，012，878，000元。［21］同时还宣布：自即日起，所有完粮纳税以及公私款项的收付、物价计算、债务、账务、票据、契约等，均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单位，不得再以银元或黄金银元及外币为清算本位。［22］但是，银元的废除，使过去债权债务的清算成了一项复杂的问题，1950年2月1日《重庆市各被接管银行债权债务处理办法》规定：“凡各被接管银行，一切债权债务之清偿概以人民币计算单位。以伪银元券为计算单位，则按100比280折合计算，其以外币或实物为计算单位，除实物按原规定办理外，外币依外汇牌价折合人民币计算。”［23］通过以上措施确立了人民币的合法地位。（二）宣传人民币合法地位，加强金银管理银元券废除之后，由于人民币与银元同时并存，市场物标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军管会在禁止银元流通之前，临时规定六千人民币折合一块银元，使市场货物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金融投机分子疯狂倒卖银元，导致银元价格上涨，物价随之上扬，严重破坏了金融秩序。西南局财经委紧急制定四条措施：（1）加强对人民币合法地位的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拥币拒银”活动。西南区政府向人民宣传：“银元是生产落后、交通阻塞、自然经济时代，农业品与手工业生产品在小块地区交换时代的交易媒介”，“人民币是人民自己的货币，有人民政府经营的广大的工业、矿山、交通、贸易等各种事业，及全国的财政税收，加上全国的丰富资源，这就是人民币最可靠的基础和保证”，“自从军管会布告之日起，人民币就成为唯一合法货币”。［24］（2）加强金银管理。1950年1月20日，西南区制定发布《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在解放区内允许人民储存金银，但不得用以计价、行使流通与私相买卖。”［25］（3）取缔黑市交易，打击投机活动。仅1950年上半年就收缴非法黄金1，219，595两，银元1，319，900元，白银5，676，930两，美钞100万元。到1953年共收兑黄金1，341，632两，银元36，030，164元，白银17，573，966两，美钞168万元。［26］（4）送人民币下乡。1950年3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发《关于纳粮民户可以人民币抵交公粮的通告》：“对用人民币交公粮的给予适当照顾”，“邻近大中城市的县，按9．8折缴纳，凡属交通不方便及距大中城市较远的县份，均按9．5折缴纳”。［27］如此大大促进了人民币在广大乡村中的流通，对平抑物价和稳定金融秩序起到要了重作用。（三）收兑藏洋、处理西藏纸币，稳定少数民族地区金融秩序藏洋又称四川藏洋，20世纪初清政府铸造发行，是在川滇边藏区通用的法定银币。［28］新中国成立后，停止使用。西藏和平解放后，由于西康财委不收兑藏洋的决定严重影响康藏人民的生活，不利于康藏经济秩序稳定和民族团结。邓小平指出：“对藏洋不兑的政策是脱离群众的，应该采取限制一或两个月兑完的办法措施。”［29］“对于藏洋与银洋的兑换比价，可按照历来习惯不易变更；西康财委必须切实注意康定藏区之财经领导。”［30］西藏和平解放后，藏钞与人民币币值不统一妨碍了西藏经济的发展。1950年10月27日中共西藏工委致中共中央西南局电报，对在昌都地区流通的拉萨出的纸币提出两点处理意见：（1）原则上让其自由流通，不禁用；（2）军队以银洋为通用货币，对拉萨纸币不支持。［31］10月29日，西南局提出，原则上同意西藏工委的处理意见，西藏纸币问题必须多多征询藏族人士的意见，采取妥善办法加以解决。经过中央有关部门和西藏工委与西藏地方政府协商，停止印发和逐渐收回藏钞，西藏地区逐步过渡到单一使用人民币。从而，在根本上治理了西藏地方金融活动的无序状态，确立了人民币的地位，逐步实现了西藏与全国货币的统一。

建国初期西南社会问题治理的启示

民众、民族之团结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早在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就提出战胜敌人要掌握好三个法宝：“内部团结；依靠西南人民；搞好统一战线。”［32］在进军西南的过程中邓小平不断加强干部的团结教育，要求干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加强民族团结，做好统战工作等，使得各项社会问题的治理顺利进行。如在统一币制上，对西藏地区采取与汉族地区不同的政策，充分照顾少数民族利益。在今天，对社会问题的治理要充分满足人的生存需求，使人得到充分的发展，又要考虑因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而存在的多元价值观，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民众之间的团结；同时还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兼顾不同民族的利益要求，努力维护民族团结，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地方的自主探索是社会治理的动力西南地区是我国解放最晚的地区之一，西南地区幅员辽阔、地理复杂、交通不便、民族关系复杂，治理西南社会问题虽然有其他解放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更重要的是针对不同的问题找到一条适合西南实际的解决方案。西南局一方面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另一方面针对全国共同的问题在西南地区采取与全国不同的方法，使得西南各种社会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当今，中国各个地区的社会问题依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并存，社会问题的治理可以借鉴其他地区解决同类问题的办法，但更为关键的是要针对不同地区的差异，寻求适合当地实际的解决方法，切忌盲目模仿。教育与法治相结合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方法法治就是依靠法律的治理。在西南社会问题治理过程中，西南地区制定、颁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云南省对毒贩处理标准》等法律法规，使得西南社会的烟毒、娼妓、通胀等问题的治理有可靠的法律依据。但是，在使用法律手段的同时，西南区对妓女、吸毒者进行思想教育，使其转变观念，重新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所以，教育对娼妓和烟毒问题的解决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现代社会是法治的社会，社会生活的领域几乎都是根据法治的精神来进行建构的，社会秩序的获得、生产与生活的正常化、社会问题的解决等等，都来源于法治。但是，我们在重视法治的同时也要重视教育的作用，发挥教育在社会治理中的渗透性功能，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的善治。以民生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是社会治理的目标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改造娼妓、禁绝鸦片、统一币制等解决了与西南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问题，使西南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日趋稳定，这也是党巩固其群众基础的宝贵经验之一。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民生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社会治理的结果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是社会治理的归宿。今天，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加大对社会问题治理力度，逐步解决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民生问题。时过境迁，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社会问题固然和今天社会问题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问题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得到有效解决而不复存在，如币制问题已成为特定的历史问题。但是，有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重新出现，虽然其问题的程度与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有所不同，如娼妓、烟毒等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除了这些重复出现的问题之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问题更多表现在教育、就业、贫富差距、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不管是对于重复出现的问题还是市场经济下新产生的社会问题，我们都可以吸取西南局治理西南社会问题的经验来解决当今的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